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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传统戏曲：“剧”与“曲”的整合体——从戏曲的抒情性

诗性特征看戏曲的两重性特征 
朱忠元 

《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丛刊》（第五辑），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。 

- 

      

   
摘要：中国传统戏曲以其诗性而别异于其他戏剧表演体系。传

统戏曲作为中国重要的叙事文学体式，在叙事中注重抒情性和意境

的创造，从而形成了“剧”与“曲”相互联系又有所偏重的两重

性。这种两重性几经熔炼，最终形成了“剧”与“曲”的整合体。

传统戏曲“剧”与“曲”的完美融合而形成的诗剧特质，其中反映

了中国古人对于戏剧艺术的独特理解。 

     关键词：传统戏曲；诗性；抒情性；两重性；整合体 

 

戏曲是中国特有的演剧方式，其中包含着中国人对以人的肢体

语汇、对白、音乐等为媒介的艺术表达的独特理解，它与斯坦尼斯

拉夫斯基体系、布莱希特体系并称为世界三大演剧体系，它是中国

人千百年来形成的哲学观念、文化心理结构在艺术演绎人生上的反

映，是中国人审美心理的对应物，凝聚、积淀了中国人的艺术价值

观，体现了中国传统的诗词文化、乐舞文化、礼乐文化和游戏文化

中形成的传统，继承了中国其他传统艺术的表现手法，凝聚了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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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统艺术的美学特点和特色，体现出独特的诗性特质。而抒情性和

写意性是中国传统戏曲诗性的重要标志，也是中国戏曲区别于西方

戏剧的重要特征。本文重在论述抒情性的诗性特征在戏曲中的具体

表现，试图通过戏曲的“剧”和“曲”两个层面来认识传统戏曲的

双重特性。 

 一 

中国传统戏曲，包含有“戏”和“曲”两个层面，戏偏重于

事，曲偏重于乐。王世贞《曲藻序》有云：“曲者，词之变。”亦

即曲为词余，而词又为诗余，因此在古人的意识中“曲”只是“诗

余”的“诗余”。这种诗、词、曲的排列顺序，不是简单的时间性

的因承关系，也不完全是对艺术内在发展规律的描述，而是中国人

艺术价值观的自然表露，说明了戏曲“曲——诗”的本体特性。从

文体上讲，戏曲的主体既是曲体，也是剧体，是通过曲辞来组织唱

段架构剧体。从曲的角度讲，“曲贵传情”，明代陈继儒说：“夫

曲者，谓其曲尽人情也。”（《秋水庵花影集序》），这同中国

“文贵曲折”的审美要求相一致。“曲尽人情”的中国戏曲靠大段

的抒情和交待剧情的曲词来拉动情节，唱段和韵白都讲究意境和文

采，是语言艺术也是演唱艺术。而语言艺术同演唱艺术热烈地拥抱

在一起，成就了戏曲的诗性本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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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清代孔尚任《桃花扇小引》云：“传奇虽小道，凡诗赋、词

曲、四六、小说，无体不备。至于摹写须眉，点染景物，乃兼画苑

矣。其旨趣实本于《三百篇》，而义则《春秋》，用笔行文，又

《左》、《国》、《太史公》也。”（《桃花扇》传奇卷首）这里

的传奇，就是指明清时期的戏曲，而中国戏曲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称

呼也各异，元代称杂剧、南戏，明清两代有传奇，而且体制和审美

追求有所差异，本文略其形制，统称之为中国传统戏曲。就中国传

统戏曲的实际而言，中国戏曲确实“文备众体”，兼有小说和诗词

赋的文体特征。正如人们所知，小说是典型的叙事文体，而诗词赋

则是中国传统抒情文学的代表，戏曲兼融以上体裁，也就兼有了他

们的艺术特征。 

  从广义上来说，中国戏曲都是诗剧（张庚用“剧诗”来概括它

的本性）。但仅仅用它来说明中国戏曲的抒情特征是不够的，因为

是否为诗剧仅仅是一个外部标志。中国古典戏曲的抒情性实际上是

渗透于题材的选择、情节的安排、性格的刻划、语言的锤炼、以及

演员表演、唱腔伴奏、舞台美术等戏曲的一切构成因素、构成部分

之中的。 

  从题材选择的角度讲，自李卓吾开始，就有主张戏剧创作不是

为“教化”的，而是为戏剧家内在情感宣泄的。金圣叹评点《西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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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》说：“此一书中所撰为古人名色，如君瑞、莺莺、红娘、白马

皆是我一个心头口头、吞之不能、吐之不可、搔爬无极、醉梦恐

漏，而至是终究不得已而忽然巧借古人之事，以自传道其胸中若干

日月以来七曲八曲之委折乎！”与教化剧的伦理题材不同，言情剧

选取的是“至情”题材，《西厢记》、《拜月亭》是其典型的代

表。清代洪昇的《长生殿》更是其典型代表，作者在剧本开场的[满

江红]中写道：“借太真外传谱新词，情而已。”这里需要注意的

“外传”一词，从题材的角度讲，作者是为了突出“情”的主题和

题材，略去了杨贵妃“逞侈心而穷人欲”的种种劣迹，远离了历史

本事，而将重心放在写李隆基和杨玉环的深情上面，从而一反传统

题材，将情上升为剧作主题和主体。至于“情长、情短、莫不于曲

寓之”（李调元《雨村曲话序》），更是戏曲之专擅，最能将“七

曲八曲”的情感表达出来。这是题材的抒情性。 

  《牡丹亭》情节跌宕起伏，离奇之至，但这情节、叙述这情节

的手法和文辞却是按照情感的逻辑来安排、处理的。汤显祖说：

“天下女子有情，宁有如杜丽娘者乎！梦其人即病，病即弥连，至

手画形容，传于世而后死。死三年矣，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

生。如丽娘者，乃可谓之有情人耳。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生者

可以死，死者可以生。生而不可与死，死而不可复生者，皆非情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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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也。……自非通人，恒以理相格耳！第云理之所必无，安知情之

所必有邪！”（汤显祖《牡丹亭·题词》）这是一种诗化的情节安

排，是用诗的方法来抒情、达意的。这是情节的抒情性。人们熟悉

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是典型的剧本故事，但莺莺初出场的第一支曲

子：“[赏花时]可正是人值强春蒲郡东，门掩重关萧寺中，花落水

流红，闲愁万种，无语怨东风。”就使一种炽热的、被压抑的、在

胸中汹涌骚动而又找不到出路的激情，成了揭开全剧的契机。这是

诗的手法，而不是戏剧的手法。同时，几句曲文，就创造出了一个

意境，而整个剧情就是在这个意境中展开的，直到《长亭》的“碧

云天，黄花地，西风紧，北雁南飞……”，都是处于幽怨的氛围之

中。当然，剧中也有热闹场面，比如《寺警》就是一个极热闹的场

面，但引出一个惠明，作者又以一套[正宫端正好]抒发了壮士的情

怀。而且正是在这一场紧锣密鼓、刀光剑影之后，那“幽僻处可有

人行，点苍苔白露洽洽”，才更显得情深韵长，张弛有度。这是情

境的抒情性。这种情形在中国传统戏曲中俯拾即是，诸如： 

   

你道翠生生出落的裙衫儿茜，艳晶晶花簪八宝填，可知我常一

生儿爱好是天然。恰三春好处无人见。——《牡丹亭·惊梦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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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天淡云闲，列长空数行新雁。御园中秋色斓斑：柳添黄，萍减

绿，红莲脱瓣。一抹雕阑，喷清香桂花初绽。——《长生殿·惊

变》 

  山松野草带花桃，猛抬头秣陵重到。残军留废垒，瘦马卧空

壕；村郭萧条，城对着夕阳道。——《桃花扇·余韵》 

 

将人间喜怒哀乐和不尽情思，都赋予三春好景、红莲桂花和古道夕

阳，这分明是一幅饱含深情的图画，也是绝妙好辞。署名王世贞、

李卓吾合评的《元本出像北西厢记》第十五出“长亭送别”[端正

好]曲的眉批说：“碧云、黄花、西风、北雁，声声色色之间，离离

合合之情，便是一篇赋，纵着《离骚》卷中不得，亦自《阳关曲》

以上。”该评点以诗来衡量曲，发掘了戏曲之中的诗意之美，肯定

了戏曲的诗性品质。洪昇在《长生殿·自序》中也说过：“从来传

奇家非言情之文，不能擅场。”诗词入曲，使得戏曲文学在构思和

组织戏剧冲突时力图通过剧中人之间的关系、纠葛、冲突，深刻挖

掘剧中人的内心世界，更强化了戏曲的抒情性。          

  对于中国戏曲尤其是元代戏曲的诗性，王国维在《元剧之文

章》中讲：“然元剧最佳之处，不在其思想结构，而在其文章。其

文章之妙，亦一言以蔽之，曰：有意境而己矣。何以谓之有意境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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曰：写情则沁人心脾，写景则在人耳目，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。”

只不过王国维认为意境为元杂剧与元南戏所独擅，未免失之偏颇。

因为明清传奇剧作，也不乏意境生动者，如《牡丹亭》、《长生

殿》、《桃花扇》等。关于意境，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说：

“境非独谓景物也，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。故能写真景物、

真感情者，谓之有境界”。因此，所谓戏剧中之意境、境界，主要

是指诗情、写景、叙事，达到出神入化、完美统一、融冶一炉的艺

术境界。这一点，曲论家也有认同之言可以佐证。祁彪佳、吕天

成、李渔等一大批曲论家，都借用诗歌理论中的“意境论”来评论

戏曲作品。祁彪佳在《远山堂曲品》和《远山堂剧品》中，直接就

用“意境”、“境界”来评剧。如评《琼台》：“其意境仅无足

取，但颇有古曲典型。”评《灌城》：“此等意境，安能求其委

折？得畅达如此记，足矣。”评《烟花梦》：“一剧中境界几十余

转，境本乎常，词则珠圆玉润，咀之而味愈长。”评《真傀儡》：

“境界妙，意致妙，词曲更妙。”不仅较自觉运用“意境”、“境

界”的慨念，而且还谈出创造意境的一些见解。徐渭《南词叙录》

云：“或言：‘《琵琶记》高处在庆寿、成婚、弹琴、赏月诸大

套。’此犹有规模可寻。惟食糠、尝药、筑坟、写真诸作，从人心

流出，严沧浪言‘水中之月，空中之影’，最不可到。”《琵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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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》讲的是：“赵女姿容，蔡邕文业，两月夫妻。奈朝廷黄榜，遍

招贤士，高堂严命，强赴春闱。一举鳌头，再婚牛氏，利绾名牵竟

不归。饥荒岁，双亲俱丧，此际实堪悲。赵女支持，翦下香云送舅

姑，把麻裙包土，筑成坟墓。琵琶写怨，迳往京畿。孝矣伯喈，贤

哉牛氏，书馆相逢最惨凄。重庐墓，一夫二妻，旌表门闾。”很显

然作者着意要塑造的是“全忠全孝”的蔡伯喈和“有贞有烈”的赵

真女，是教化剧的代表，这里寄托的是作者纯粹的道德教义的理

想，然而在徐渭看来，其中最佳处还在于如“水中之月，空中之

影”的有意境的部分。众所周知，意境是中国抒情艺术的最重要的

审美追求，其主要特征是意与境合、情景交融。一些戏曲理论家也

看到了这一点。比如，孟称舜评点《临江驿》第三折： “通折就情

写景，语不修饰而楚楚堪痛”，主张依情择景，寓情于景。此外吕

天成在《曲品》中也提出“情从境转”的戏曲创作观点。在他们看

来，戏曲艺术从剧本创作到舞台表演都应做到借景抒情，情景妙

合。清代李渔谓戏曲“总其大纲，则不出‘情景’二字”（《闲情

偶寄·词曲部》），认为戏曲艺术只有达到情与景的和谐统一，才

能形成完美有机的整体。李渔在《窥词管见》第九则中说：“（情

景）二字亦分主客，情为主，景是客。说景即是说情。非借物遣

怀，即将人喻物。有全篇不露秋毫情意，而实句句是情，字字关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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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。”（《笠翁一家言全集》）李渔的《闲情偶寄》以导演和剧作

者的立场论戏曲之情，要言不繁地说“传奇无冷热，只怕不合人

情。”（《演习部》） “（传奇）但虑七情以内，无境不生；六合

之中，何所不有。”（《词曲部》）“善咏物者，妙在即景生

情。”（《词曲部》）谈及舞台表演艺术的问题，李渔还特别提醒

演员“唱曲宜有曲情”，要以深沉的情感表现打动观众，使观者触

目动情，引起情感上的共鸣。一些论者以为，王国维关于戏曲意境

的论述只是针对元杂剧而言，而事实上从元杂剧、明清传奇到清代

“乱弹”，“从文本到表演戏曲的艺术表现形式各因素，都是围绕

着突出意境创造，侧重于表演写意的。”[1]由此可见，情乃是戏曲

意境中的灵魂，是戏曲意境表现的重要内容。 

  戏曲的抒情性在当时也是被充分认识的。李渔认为，在所有的

文体中，戏曲最能满足作者主体逞情肆才的欲望，是当时文人价值

的重要实现方式。他说：“文字之最豪宕，最风雅，作之最健人脾

胃者，莫过填词一种。若无此种，几于闷杀才人，困死豪杰。予生

忧患之中，处落魄之境，自幼至长，自长至老，总无一刻舒眉，惟

于制曲填词之顷，非但郁藉以舒愠为之解，且尝僭作两间最乐之

人，觉富贵荣华，其受用不过如此，未有真境之为所欲为，能出幻

境纵横之上者——我欲做官，则顷刻之间便臻荣贵；我欲致仕，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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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盼之际又入山林；我欲作人间才子，即为杜甫、李白之后身；我

欲娶绝代佳人，即作王嫱、西施之元配；我欲成仙、作佛，则西

天、蓬岛，即在砚池笔架之前；我欲尽孝、输忠，则君治、亲年，

可跻尧、舜、彭篯之上。非若他种文字，欲做寓言，必须远引曲

譬，酝藉包含。十分牢骚，还须留住六七分；八斗才学，止可使出

二三升。稍欠和平，略施纵送，即谓失风人之旨，犯佻达之嫌。求

为家弦户颂者，难矣。填词一家，则惟恐其蓄而不言，言之不尽。

是则是矣，须知畅所欲言，亦非易事。”[2]当然，逞情一路的戏剧

创作，将戏曲引向了案头，不便于搬演，在当时就有人批评。比如

关于汤显祖的“临川四梦”（也叫“玉茗堂四梦”），臧懋循在

《玉茗堂传奇引》就指出“此案头之书，非筵上之曲。夫既谓之曲

矣，而不可奏于筵上，则又安取彼哉！”明确说明不适合于演出的

戏曲决不是好作品。柳浪馆《紫钗记总评》说：“一部《紫钗》，

都无关目，实实填词，呆呆度曲，有何波澜？有何趣味？临川判

《紫钗》云：此案头之书，非台上之曲。”可见，在当时评点者的

眼中，戏曲的趣味不在于“填词”、“度曲”，而在于“关目”、

“波澜”。“关目”和“波澜”是对“戏”的要求，是对情节的规

定。明代许多戏曲评点家都比较重视这一方面。李卓吾评点《红佛

记》说：“关目好，曲好，白好，事好”，关于《拜月亭》也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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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此记关目极好，说的好，曲亦好，真元人手笔也。”这里关目被

放在了首位，而被曲论家看重的“曲”明显后置。中国戏曲过分注

重抒情性，导致情节发展缓慢，故事没有波澜起伏，其长处也是其

短处，今天应该辩证地看待。这一缺点，鲁迅先生在小说《社戏》

之中就以儿童的眼光进行了批评。 

二 

中国戏曲“用笔行文，又《左》、《国》、《太史公》也”

（ 清代孔尚任《桃花扇小引》），是叙事文学，其叙事遵从的是小

说的路数，但也有明显的不同，这就是抒情性还是很明显的。这里

试加以论述。 

  中国传统的戏谚说“听生书，看熟戏”。听“生书”意味着重

视情节，一般意义上的戏剧应该同说书一样重视情节，因为原则上

讲它是叙事文学，但对中国戏曲来说却不是这样。这是为什么呢？

这是因为中国戏剧是一种抒情能力强于叙事能力的“剧诗”，它对

于表现人物情感的注重要超过了再现对象，用潘之恒的话说，那些

最著名的中国古典戏剧杰作都出自于情：“推本所自，《琵琶》之

为思也，《拜月》之为错也，《荆钗》之为亡也，《西厢》之为梦

也，皆生于情。”（明代潘之恒《鸾啸小品·曲余》）情节具有抒

情性，在某种意义上说，这是戏曲最重要的艺术特色，也是把握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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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艺术精神最关键的环节。在中国传统戏曲之中，叙事就是咏事。

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有先例可援的，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就被鲁迅先

生称之为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。”这里肯定了《史记》的

“咏事”特征。除此而外，象杜甫、白居易的叙事诗也具有咏事的

特征，比如杜甫的“三吏”、“三别”，其意不是关注历史的大变

故，而是“叹民生之艰辛，伤一己之悲哭”。戏曲的这一特征就更

为明显，比如《桃花扇》就是“借离合之事，抒兴亡之情”。既伤

世，又伤己，哀婉悱恻，动人则动人矣，然要从其中考证历史，却

未免有缘木求鱼之嫌。在这里，事只是一个外壳，是一个文人用以

感怀的背景，其实质是为了抒写作者的情怀和感喟，这就是李贽所

言的“夺他人之酒杯，浇自己之垒块” （《焚书》卷三《杂

述》）。尤其是一些历史剧，剧中历史的地位反倒降低了。在《长

生殿》中，“以兴亡之感，写离合之情”，历史上的许多事实被略

去不提，而将政治和爱情水乳交融，并以爱情为旨归；在《桃花

扇》中，历史成了作者情思的媒介，成了戏曲塑造人物形象，抒发

情感的舞台和背景。《桃花扇》“斜阳影里说英雄”，“闲将冷眼

阅沧桑”，忧国忧民的愁思，交织着荣衰兴亡的感慨，就象是一首

长诗。可见，“中国戏曲的记实叙事，始终遵循着‘出之贵实，而

用之贵虚’的虚实相生原则。写史实，追求‘神似’，而不讲求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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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披露；写人物，遵循‘空纳万境’的美学原则，‘虚中见实’，

给人物创造情境以绝大的时空自由。在这一点上说，戏曲的风骨、

神韵、气道，始终是沿着中国诗的风范前进的。”
[3]
 

  中国戏曲是在自己独特的形式中显现出丰厚的审美和文化意

蕴。戏曲中的服饰和脸谱以及程式化的表演，都是符号化的表现手

段，已经被意象化。这种形式历来被人们认为是象征的，钱穆先生

说：“中国戏曲之长处，正在能纯粹运用艺术技巧来表现人生，表

现人生之内心深处，来直接获得观者之同情。一切如唱功、身段、

脸谱、台步，无不超脱凌空，不落现实。”[4]李泽厚也指出“因为

华夏艺术和美学是‘乐’的传统，是以直接塑造、陶冶、建造人化

的情感为基础和目标，所以中国艺术和美学特别着重于提炼艺术的

形式，而强烈反对各种自然主义。”[5]这使得中国艺术走向了抒情

和写意。宋元以来，戏剧作品在描写男女爱恋时，对于男女主人公

的相识与爱情的产生，向来都采取非常随意的处理手法。爱情主人

公们的一见钟情，几乎成了固定的模式，无论是现存最早的南宋戏

文之一《小孙屠》中的主人公孙必达与李琼梅，还是元杂剧如白朴

《墙头马上》中的裴少俊与李千金，关汉卿《拜月亭》中的蒋世隆

与王瑞兰，郑光祖《倩女离魂》中的王文举与张倩女，明清传奇如

吴炳《西园记》中的书生张继华与他心目中的怨偶，孟称舜《桃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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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面》中的崔护与村女蓁儿，更不用说众所周知的《西厢记》、

《牡丹亭》，在这众多杰出的或不那么杰出的剧目中，男女主人公

的相识都充满偶然性，而且相识之后迅速进入两情相悦的规定情境

之中。从中显然可以看到，作者正是要有意地简化男女主人公情感

的产生与发展过程，因为他们所关心的，观众所关心的，不是戏剧

主人公如何建立爱情，而是有了爱情之后怎么样。果然，爱情产生

之后，艺术家们始施展其才华，绵绵情思由此才拉开了序幕。爱情

的产生只不过是个引子，真正的戏剧，这时才算开始。 

  《桃花人面》就是一个好例。该剧写唐代诗人崔护清明踏青至

城外一家庄院，上前叩门，遇到仙姿媚态的村姑蓁儿，便以言语相

挑逗，与情窦初开的蓁儿两情相合，依依而别。自此之后，蓁儿整

日里神情恍惚，只是思念崔护，怎奈彼此素昧平生，不知何日有缘

重逢，倚门长叹；而崔护回去之后一样日夜思念，只因有要事离开

了都城，未及再去拜访。次年清明，崔护假满回都，即去郊外寻访

旧游。到了蓁儿门首，不想门户紧闭，他满腹惆怅，在门上题诗一

首凄然离去。谁知此日蓁儿刚巧与父亲一道去为母亲扫墓，回来后

看见崔护题诗，顿觉阴差阳错，造化弄人，从此更是愁怀郁结，一

病不起，竟昏昏死去。这时崔护重又来访，见此情状，惟求在蓁儿

灵前一哭。不意他这一哭，蓁儿竟为他而活了过来，于是两人夙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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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偿，结成鸾俦。在全剧中，崔护与蓁儿的相逢与最后的完婚，可

以看作是这个戏的外壳或曰套子，整部戏所着力抒写的感情色彩，

则是他们在分离中的思恋，离开了这种思恋之情，这部戏也就丧失

了它的全部光彩与价值。 

  中国古代戏曲被称之为“传奇”，历史上对于情节的曲折性、

复杂性的论述和认识也是比较精到的。比如袁于令在《焚香记序》

中就有这样的言说：“……悲欢沓见，离合环生。读至卷尽，如长

江怒涛，突兀起伏，不可测识，真文情之极其纡曲者。”然而相比

较而言，中国戏曲的叙事、故事情节却比较幼稚，甚至多有重复和

相互的袭用。“十部传奇九相思”，哀婉动人的相思故事，是传统

戏曲最吸引人也最激动人心的部分；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，也就因

之构成了爱情题材作品的艺术魅力的核心，是中国众多戏曲作品结

构故事的核心。而写好这些相思之情，是许多戏曲创作的重点。基

于前述的抒情性的特征，中国戏曲在故事情节的设计上具有很多重

复甚至同一性。下面的表格最能说明问题，兹引用如下[6]： 

   

《西厢记》 《亻刍梅

香》 

《东墙

记》 

《倩女离

魂》 

老妇人携女寡居 同 同 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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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旦曾有婚约 同 同 同 

老妇人逼生旦改以兄妹相

称 

   同 

 同 

生借寓边厢    同 同  

生以琴挑旦   同 同  

生旦隔墙酬约      同  

生积思成疾    同 同  

婢女传简    同 同  

旦责婢女传简，婢女佯为

出首 

   同 

  

婢女隔窗窥生    同 ,  

同 

 

生跪求婢女    同 同  

婢女积极促成生旦结合    同 同  

生错拥婢女    同   

逾墙私会    同 同  

生幽会前深怨日之迟缓    同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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旦关键时刻毁约，婢女嘲

笑且搭救生 

   同 

  

婢女巧辩，归罪老夫人    同 同  

老夫人逼生赶考  同 同 

旦私赠寓情物品   同   

长亭送别  同 同 

魂魄追随   同 

金榜题名，终成眷属    同 同 同 

 

该表至少说明两个问题，其一中国戏曲在题材、情节上多有重复，

相互借鉴甚至袭用，其二就是与本文相关的问题，以上四部戏曲几

乎是在同一个故事的巢臼中运行的，可以说明的问题就是，中国戏

曲往往不重视情节（尽管传奇以情节之“奇”见长）的创造，而将

创造的重点放在度曲写情上，情才是中国戏曲表现的重点。 

  即使是比较成熟的、经典的中国戏曲也有这样的倾向。比如，

叙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爱情故事的有陈鸿的《长恨歌传》、白居易的

《长恨歌》、白朴的《梧桐雨》及洪昇的《长生殿》，情节故事基

本出入不大，但是表现的情感却有很大的出入。《长恨歌》是诗歌

发展到巅峰时期的作品，是一部长篇叙事诗。从杨玉环入宫受宠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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渔阳兵变、贵妃缢死，从避祸幸蜀到回銮京师、睹物思人，从上天

入地的寻觅到天堂团圆，娓娓道来，迂徐曲折，是《梧桐雨》和

《长生殿》故事之所本。戏曲《梧桐雨》中可以明显看到《长恨

歌》的影响，作品第四折的强烈抒情和伤感色彩正是《长恨歌》诗

后半部马嵬兵变后玄宗见山川景物触目伤情部分的强化和扩大，具

有很强的“剧诗”属性，整整一折几乎是唐明皇一个人在抒怀，表

现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，由叙述者抒情转化为角色抒情。而且

《梧桐雨》中代言体形式与诗歌相结合的模式，为诗歌意境转化为

戏剧意境创造了条件。《长生殿》就爱情的呈现方式和展开过程

言，可以大致分成纵情和情悔两大阶段。前 22 出仍脱不出帝妃情事

的描写范围，为纵情阶段；在 25 出之后则与此前同题材作品大有不

同。作为一代帝王的李隆基在 25 出以后一直处在追忆、悔懊、痛苦

之中，其中包括了李隆基对杨玉环的绵延怀念（见于《闻铃》、

《悔情》、《见月》、《改葬》、《雨梦》等出），也有杨玉环对

李隆基的思恋（见于《冥追》、《尸解》、《仙忆》、《补恨》、

《寄情》等出）。文本中通过大量的唱、白、介，将两人在明冥两

界的情思表现出来，这是主人公的深情独白，也是明冥两界的深情

对话。其间有大段的曲词，美伦美奂，很好的表现了人物的生死深

情。徐麟《长生殿序》曰：《长生殿》“尽删太真秽事”，“或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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虑笔，或用反笔，或用侧笔、闲笔，错落出之，以写两人生死深情

各尽其致。”[7]金圣叹在言及《史记》和《水浒》的区别时说，

《史记》“以文运事”，而《水浒》“因文生事”，明确地表达出

小说叙事与历史叙事的关系。洪昇的《长生殿》之于历史，可以叫

做“因情运事”，作者以一己之心，去构建史事的情感氛围，在简

约勾勒的历史进程中增添、营构出富蕴诗意的情感氛围和多情画

面，借史融情。正如剧中人物李龟年一段曲词所言，“[转调货郎

儿]我只待拨繁弦传幽怨，翻别调写愁烦，慢慢的把天宝当年遗事

弹。”历史成了“传幽怨”、“写烦愁”的背景和凭借，历史的冲

突淡出，而个人的情感冲突得以凸显。作者这里用“拨繁弦”、

“翻别调”的诗性的、诗艺的方式来处理历史叙事和个人情感之间

的张力关系，抒情性和叙事性之间得到了有机的融合，是“戏”与

“曲”二重性处理的典范。时人将它与《牡丹亭》相提并论，确实

是有道理的。汤显祖的《牡丹亭》，以出死入生的离奇情节著称，

但是这情节所遵循的，仍然是情感的逻辑：“袅晴丝吹来闲庭院，

摇澜春如线。停半晌，整花钿，没揣菱花，偷人半面，迤逗的彩云

偏。”（《惊梦》）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，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

垣。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!”（《惊梦》）……由于是

沿着情感的线索发展，而不是遵循逻辑的公式进行，全剧的结构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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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了一种抒情诗的结构。《牡丹亭》属于浪漫主义的表现性的文学

作品，与历史剧的现实主义品质不属同一层面，而古人把它与《桃

花扇》并提，足以说明当时人对戏曲尤其是历史剧性质的体认。 

  中国戏曲虽然注重讲故事，并不只是为了讲故事，其创作的追

求是写好曲子，即对题材、故事进行诗化处理。戏中的主人公与其

说是叙事主人公倒不如说是抒情主人公；而大众对戏曲的欣赏，也

往往是在熟知的故事的基础上直接进入人物，主要欣赏戏曲对情的

演绎。陈世骧先生在《中国的抒情传统》一文中指出：“中国所有

的文学传统统统是抒情的传统。中国戏曲却在叙事架构之上，展现

了抒情精神。”可见在现代观念中被认为是叙事体的戏剧，在中国

文化、文学强大的背景下成为抒情性很强的叙事艺术，甚至可以看

作是抒情艺术。尽管戏剧家和戏剧理论家都把突破窠臼、翻新出奇

作为戏曲创作构思的主导，比如李渔《闲情偶寄·结构第一·脱窠

臼》就主张：“古人呼剧本为传奇者，因其事甚奇特，未经人见而

传，是以得名，可见非奇不传。”孔尚任《桃花扇·小识》亦云：

“传奇者，传其事之奇焉者也。事不奇则不传。”但仅从上面表中

比较的情形来看，中国戏曲在情节方面的创新还是有限的。然而，

对于中国戏曲的传奇性亦即情节性而言，传奇性的本质意义是对人

之常情的夸张、强调并使之在常情的基础上升华成为奇情。在这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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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，情是原则也是动力，只有以情为动力和起点张开想象的翅膀，

才能结构出奇特美好的戏曲情节。 

  从《长恨歌》到《梧桐雨》可以看到叙事者身影的淡化和剧中

人形象的突出，这是体裁变化使然；同时也可以看到诗性传统的绵

延，这是戏曲对诗体的承继。其间可以发现诗性的淡化和戏剧性的

增强，这是戏剧本身成熟的结果。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中国戏曲诗性

发展的痕迹，可以看到抒情性与叙事性的离合与位移，时而抒情性

强于叙事性，时而叙事性胜于抒情性。今天的中国戏曲，抒情性与

叙事性有机的契合、融合状态，确实是经过长期艺术选择而形成的

独特的不可移易的审美状态，也是最佳的审美状态。 

 

中国戏曲是“叙物以言情”的诗，总体而言，它表现出长于抒

情拙于叙事的特点。作为中国重要的叙事艺术形式，重视情感的抒

写，在叙事中追求诗意，也的确是中国传统戏曲的独特表征。戏曲

以宾白叙事，通过叙事引出曲文，用曲文抒写人物的内心情感，这

也就是祁彪佳《远山堂曲品》中所说的“以曲打科，以白引曲”，

它很好地处理了诗、歌、舞之间的关系，让叙事、抒情、舞蹈、音

乐等因素在戏曲的名目下很好地融合在一起，形成一个对应与互补

的有机整合体。从理论上讲，中国戏曲形成这一特征经历了漫长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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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的理论与实践的交融与整合，经由元代至明代中叶的曲论（注重

音律与文辞）再到明末向“文”（注重叙事性）、“剧”（注重综

合性、剧场性）观念转移，直到清代“曲”、“剧”、“文”并存

和包融，最终熔炼、凝合形成了这样一种独特的艺术形态。这一艺

术形态由于很好地解决了抒情性与叙事性的张力关系而充满着诗

性，故而有“诗剧”或“剧诗”之称。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言：“戏

曲的艺术是融合抒情文学和叙事文学而加之新组织，他是文艺中最

高的制作，也是最难的制作。”
[8]
 

传统戏曲“剧”与“曲”的完美融合而形成诗剧特质使得戏曲

在世界戏剧体系中独树一帜，成了世界上独特的表演体系，其中也

反映了中国古人对于戏剧艺术的独特理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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